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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研究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张向荣

摘　 　 要：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

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起伏跌宕，巴勒斯坦问题、土以两国政局变化、正发

党的外交理念等成为长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当前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

前、正发党继续执政的背景下，土以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冷热不均的状态，但双方的地

缘环境、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决定了两国关系不会彻底破裂，更不会成为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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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两个重要国家。 长期

以来，土以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然而，自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

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以关系波折不断，步入了新的调整期。

一、 土以友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历史上，突厥人与犹太人长期友好相处，相互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和纷争。 在漫

长的中世纪，不同于欧洲很多国家的“排犹”政策，奥斯曼帝国对境内的犹太人采取

开明、包容的政策。 在帝国境内，犹太人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并逐渐成为帝国内

部重要的经济力量，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少犹太人还出任帝国的政府高官，甚至

成为皇室的医生和金融家。① １５１６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耶路撒冷后，在巴勒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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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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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迁徙自由的政策，哭墙也随之成为法定的犹太人祈祷场

所。 同时，帝国政府还允许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① 这对已流离失

所上千年的犹太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２３ 年，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新政权延续了帝

国时期对犹太人的宽容和保护政策，立法保障犹太人的公民权和财产权，从而吸引

了欧洲犹太人移民，使土耳其犹太人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反犹

主义肆虐欧洲，土耳其政府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使土成为当时犹太人逃离纳粹屠

杀的安全通道。 以色列建国后，土耳其犹太人可以选择永久定居土耳其，也可选择

移民以色列，“土耳其国内每一个想迁往以色列的犹太人都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批

准”③。 此外，土耳其还是最早承认并与以色列建交的中东伊斯兰国家。 以色列民众

对于这段历史至今仍然普遍心存感激。 土以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得益于上述两个

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也基于两国的现实利益考量。

第一，土以两国处于相似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之中。 以色列从建国之始就受

到阿拉伯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在地区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把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

家利益。 土耳其虽为伊斯兰国家，但由于历史上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着阿拉伯民

族，阿拉伯人对于土耳其人存在深刻的疏离、防范甚至仇恨情绪。 土以两国建立友

好关系，是出于抱团取暖、共同打破在中东地区孤立状态的现实需要。

第二，土以两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世俗化和

西化改革，实施政教分离，推行多党制民主；在文化上则切断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

以融入欧洲为最终目标。 以色列建国后，虽然犹太教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

大，但其《独立宣言》明确宣布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神权国家，并确立了议会

民主制。 土以两国均实行西方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具有诸多共性和共同

利益。

第三，土以两国都推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均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冷战期间，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土耳其实行亲西方的政策，将土美关系作为外交政

策的基石。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也极力推动土以两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亲

西方的政策和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为土以两国友好交往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

支持。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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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达等：《以色列国》，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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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土以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相对稳定。 虽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双

方仍存在明显分歧，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并数次单方

面降低对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但这些举措其实是土耳其为安抚国内伊斯兰势力

所作出的不开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姿态，实质上土以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在私

下从未真正中断过。① 可以说，双边关系中曾出现的波折并未影响两国的整体关系，

土以两国还在某些领域加强了合作关系。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土以建立了事实上的准军事

同盟的关系，签订《土以军事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土耳其允许以色列飞机进入其领

空并利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训练；土以两国海军船只可以进入对方港口，

并举行军事演习；以色列将帮助土耳其空军实现现代化；土以双方进行反恐怖情报

交流和反恐怖合作训练等。 该协议具有明显的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倾向。 此后，土

以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重

要进展。 此外，两国民间往来也日益频繁，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公民第一大旅游目

的地国家。 简言之，土以两国在正发党主政土耳其之前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双边关系。

二、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以关系的演变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获胜。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正发党独立组阁，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出任政府总理，土耳其政府对外政

策随之出现重大调整，尤其是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开始进入深刻调整的新阶段。

（一） 两国关系龃龉不断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 土耳其与美国及

以色列的战略分歧凸显，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突出表现为战争期间拒绝美国使用

其境内的因吉尔利克军事基地。 土美关系的恶化对土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土以

两国不再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那样在地区问题上拥有大量共同的利益，土耳其国内出

现了要求重新界定土耳其外交战略和地区角色的声音。 在强调履行北约成员国义

务的同时，埃尔多安政府更加注重和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体现在土耳

其努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
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基本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尽量在阿

以之间保持平衡。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政府积极、高调地介入阿以冲突。 ２００３ 年，

土耳其在联合国高调谴责以色列在加沙修建隔离墙。 ２００４ 年，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

对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定点清除”行动为“恐怖主义”。 ２００５ 年，以色列宣布从

·３９·

① 雷钰、黄民兴：《列国志：以色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４２－２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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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土耳其对此表示欢迎，埃尔多安出访以色列，土以关系有所改

善。 然而， ２００６ 年，土以关系因埃尔多安对哈马斯政权的态度而再度陷入紧张。 以

色列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埃及、沙特、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不承认哈马斯的

合法性，埃尔多安却公开承认哈马斯的合法地位并邀请其高级领导人访问土国，引
起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 以色列认为，正发党政府此举明显是在偏袒哈马斯。
２００８ 年，在两国高层的努力下，土以关系出现缓和。 同年 ５ 月，在土耳其的积极斡旋

下，以色列还与叙利亚进行了五轮对话。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成为土以两国关系变

化的重要分水岭。 当时，土耳其正在积极斡旋并努力促使叙利亚和以色列重回谈判

桌，此前数日时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土耳其时并未提及以军将采取行动①，此
举令自尊心极强的埃尔多安感到异常恼火。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４ 日，埃尔多安在接受半岛

电视台访谈时直言以色列而非哈马斯应该为恶化的加沙局势承担责任，强调土耳其

将代表哈马斯在安理会发言，甚至扬言要将以色列赶出联合国。 １ 月 ２９ 日，埃尔多

安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巴以冲突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
埃尔多安言辞尖锐，情绪激动，最后拂袖而去。 这一事件导致土以关系的危机公

开化。
达沃斯事件严重冲击了土以关系，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② 土耳其和以色列

并不愿双方关系继续恶化。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

致土以关系再次下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一部反映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屠杀巴勒斯

坦平民的电视剧《告别》在土耳其电视频道播出，引发土耳其社会强烈的反以和反犹

情绪。 以色列外长利伯曼随后召见土驻以大使，向土耳其方面提出严正抗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土耳其另一部渲染以色列军队残暴行径的电视剧《狼谷埋伏》公映，再次引

发以色列的强烈抗议。 以副外长阿亚隆召见土驻以大使，在会谈中故意安排土耳其

大使坐在较低的椅子上，并且在会谈的桌子上只摆放以色列国旗，以此羞辱土耳其，
此举招致土耳其的严正抗议。 事后以色列向土耳其道歉，国防部长巴拉克为缓和两

国的紧张关系专门出访土耳其，但埃尔多安拒绝会见巴拉克。③ 此后，土以关系进入

了持续恶化的阶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埃尔多安在法国访问期间直接称“以色列是中东和平的主要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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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在某种程度上，尽管以色列已经习惯了土历届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

色列所持的批评立场，但埃尔多安如此强硬的措辞仍然令以色列感到震惊和愤怒。
以色列对土耳其的信任开始动摇，日益感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感和不安全

感，致使以色列对土耳其的政策渐趋激进。① 同年 ５ 月 ３１ 日，“袭船”事件将土以外

交危机推向高潮。 一支由土耳其民间慈善机构组织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试图

突破以色列的封锁驶往被以军围困的加沙，以色列海军在公海强行登船检查，致使

八名土耳其公民和一名美籍土耳其人死亡。 以色列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
土耳其的态度尤其激烈。 事后，以色列拒绝向土耳其道歉，并将船队中的部分土耳

其人称为“恐怖分子”。 土耳其对此进行了激烈回应，不仅驱逐了以色列驻土耳其大

使，宣布土以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而且中止了双方一切军事协议的进一步实施，
并冻结了土耳其同以色列达成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 同时，埃尔多安宣称

将向地中海东岸派出军舰，并在未来再派船只赴加沙声援巴勒斯坦。 自此，土以关

系跌至冰点。
（二）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以关系的新发展

２０１０ 年底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了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政治地缘环境。 “阿拉伯之春”削弱了埃及和沙特等中东地区的

主要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令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

生重要变化，②地区动荡和美国战略东移导致地区权力出现真空状态。 土以两国对

“阿拉伯之春”持不同立场。 土耳其对此持欢迎、支持态度，③认为阿拉伯民众的“觉
醒”和专制政权被推翻代表了中东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对土耳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
正发党认为，世俗民主制和温和伊斯兰相结合的“土耳其模式”有望成为阿拉伯国家

效仿的榜样。 土耳其试图利用中东变局谋求其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权，正发党政府

逐渐放弃了之前注重协调同周边国家关系、尽力减少冲突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

策，开始积极介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内部事务，要求所谓的“独裁政权”下

台，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强硬，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激进。 以色列对

“阿拉伯之春”的态度不如土耳其乐观，认为这很可能是中东新一轮动荡的开始，尤
其担心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力量的上升将威胁地区稳定和安全。 内塔尼亚胡政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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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以色列应该静观事态发展，在局势稳定前避免采取任何重大外交行动。① 土以政

府对“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地区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彼此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

在阿以之间，土耳其更加重视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而以色列在改善土以关系中

则采取谨慎立场和观望态度。

近年来土以关系的发展表明，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为他在伊斯兰世界

赢得了广泛赞誉。 “阿拉伯之春”前期，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声望持续上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 这提升了埃尔多安在内政

和外交方面的自信心，由此在阿以冲突上更加偏向阿拉伯国家，改善土以关系面临

动力不足的局面。 ７ 月，埃尔多安宣布将前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访问，以打破以

色列对这一地区的封锁。 ９ 月，在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埃以关

系紧张之际，埃尔多安选择出访埃及，并将以色列比作“被西方宠坏的孩子”，严厉批

评以色列封锁加沙的政策。② １０ 月，埃尔多安在访问南非期间指责以色列政府实行

“国家恐怖主义”，杀戮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并称“以色列是影响地区和平的威

胁，因为它拥有核武器”。③ 埃尔多安这些激烈的言辞令以色列政府认为，即便向土

耳其道歉也改变不了该国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土耳其不顾其他北约

成员国的反对，行使否决权来阻止以色列参与北约芝加哥峰会，此前，土耳其还曾阻

止以色列在北约总部设立办公室。

２０１２ 年以来，阿拉伯变局的发展态势导致中东地区形势更趋复杂，以色列对于

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担忧日益加深。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呼吁应找到办法恢复土以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奥巴马的调解下，内塔尼亚胡

致电埃尔多安，为 ２０１０ 年的“袭船”事件道歉，并同意向土方提供赔偿。 土耳其曾经

提出恢复两国关系的三个条件：以色列向土耳其正式道歉，向死难者家属赔偿，以及

解除对加沙的封锁。 以色列对出入加沙地带的人员和物资实行限制，成为影响两国

关系正常化悬而未决的问题。④ 正发党政府并未放弃要求以色列放松对加沙封锁的

立场，而以色列则坚持自己的安全政策，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值得一提的是，内塔尼

亚胡虽然以官方身份为袭船事件道歉，但道歉的措辞仍只关注“事件中失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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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刻意回避任何可能与巴勒斯坦有关的内容。 即便是这种小心翼翼的道歉在以

色列内部也存在反对声音。 以色列政府内部最亲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巴拉克也称“以

色列不是为封锁加沙、拦截船只、使用武力道歉，只是为操作失误以及导致失去的生

命道歉”①。

在土以关系龃龉不断的数年间，以色列对于正发党政府的信任度日趋下降，认

为正发党在本质上是一个亲阿拉伯的伊斯兰政党，埃尔多安试图通过批评以色列来

增强其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现实导致以色列对与正发党的外交接触态度

较为消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声中，埃尔多安仍然坚持接见哈马

斯领导人。 在以色列看来，埃尔多安支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并持续袭击针对

以色列平民的哈马斯，直接挑战了以色列的底线。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以色列官员警告称，

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将加剧土以冲突。 有以色列学者认为，克里米亚危机的爆

发使得土耳其在美国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可能使土耳其对推动土以关系方面态度

冷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土以双方经过秘密谈判初步达成了一项恢复两国关系的协议草

案，内容包括以色列向“袭船”事件受害者家庭提供 ２，０００ 万美元的赔偿。 协议只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然而以色列国内选举延误了这一进程。 ６ 月，以色列决

定在约旦河西岸修建新的定居点，随后在加沙开展地面行动，引起土耳其方面的强

烈不满。 埃尔多安明确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进攻，否则两国关系不可能

正常化，②土以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最终搁浅。 此后，埃尔多安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

称“那些一直在谴责希特勒的人在野蛮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希特勒”③。 以色列方面也

针锋相对，谴责土耳其允许其境内的哈马斯组织策划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呼吁北约

对土耳其采取行动。④ 这些事件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

主要障碍。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高调介入叙利亚事务，误判形势，政策的消极后果

逐渐显现。 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的久拖不决导致大量叙难民经叙土边境涌入土耳其

境内，对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进一步

导致土耳其与俄罗斯、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跌入低谷。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美国

和欧洲的关系也处于冷淡状态，国内反对党因此指责正发党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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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交孤立的困局，要求政府寻求破解外交困局的途径。 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爆

发以来地区恐怖主义的抬头对土耳其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持续加剧，这为土以关系

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土耳其安卡拉火车站发生特大恐怖袭击事

件，造成 １０２ 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在发给埃尔多安的慰问

信中呼吁土以两国联合对抗恐怖主义。 此后，埃尔多安明显降低了批评以色列的调

门。 ２０１６ 年以来，土耳其国内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均发表谴责声明并向

土提供援助，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土耳其和以色列宣布两国签署恢复完全外交关系的协议。

根据协议，以色列向“袭船”事件的受害者家庭赔偿 ２，０００ 万美元，土耳其则撤销对

涉案以军士兵的起诉；土耳其可以通过以色列指定的港口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和非

军事物资援助；可以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在加沙修建一所医院、一家电厂和一家海水淡化厂，在约旦河西岸建造一个免税的

工业区。 可以说，相比之前的激进立场，土耳其作出诸多让步。 埃尔多安和达武特

奥卢曾经多次表示，土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条件是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如
今土耳其不再坚持这一主张，在事实上变为“放松对加沙的禁运”。 以色列允许土耳

其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必须经过以色列控制的阿什杜德港进行检查。 这在

２０１０ 年是土耳其拒绝接受的条件，当时土耳其要求援助物资直接抵达加沙。 以色列

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土耳其在加沙地区的重建中发挥特殊作用，土耳其救援物资

可在通过检查后输往加沙，使得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三、 影响土以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 伊斯兰因素与巴勒斯坦问题

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 ９９％以上的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土国内穆斯

林的宗教情感，对于土耳其内政外交有着潜在影响。 正发党上台前，土耳其历届政

府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长期保持低调态度，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

平衡政策。 例如，土耳其在 １９４８ 年阿以战争期间保持中立，阻止本国志愿者参战，在
外交上承认以色列，但在以色列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１９５１ 年，土耳其与

西方国家一起反对埃及“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决议，土耳其虽然召回

驻以外交人员，在官方层面和对外声明上采取亲阿态度，但并未切断与以色列的商

业联系，甚至与以色列在私下里加强在情报领域的合作。 １９６７ 年，土耳其支持联合

国 ２４２ 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占领的土地上撤军，但也强调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明显不同。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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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埃尔多安并未改变亲

西方的战略取向和世俗体制，但伊斯兰因素在正发党政府的政治和外交中仍发挥了

比以往历届政府更强的影响力。① 土以关系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正发党政府改变

了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低调态度。 埃尔多安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争取中东

地区领导权的政治工具。② 埃尔多安曾这样描述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和加沙视而不见。 ……我们不得不承担

起土耳其历史和人民意愿所赋予土耳其的保护该地区穆斯林的责任。”③事实表明，

土耳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转变与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产生了冲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埃尔多安作为 １５ 年来首位访问埃及的土耳其总理，在埃期间受到热烈欢迎，

并发表“对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讲话，称土耳其和埃及是兄弟。 此后，埃尔多安先后

访问处于动荡中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甚至公开声称希望访问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

近些年来，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坚持世俗主义的政党都不愿

贸然挑战伊斯兰力量。 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中对佩雷斯的激烈言辞得到了土耳

其社会的热烈欢迎，即使是国内的政治对手也公开表示支持。④ 以色列认为，土耳其

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目的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及谋取伊斯兰世界对其领导权

的认可。⑤ 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詹姆斯·杰弗里和以色列前驻土耳其大使加比·莱

维均认为，土以关系恶化是埃尔多安基于宗教理由对以色列的憎恶所致。⑥ 自土以

建交以来，伊斯兰因素和巴勒斯坦问题对两国关系影响一直有限，但埃尔多安执政

以来，二者成为影响土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二） 土以国内政治及公众舆论

土耳其军队历来有干政的传统，并以“凯末尔主义”的忠实捍卫者自居，坚持世

俗化和西方化的政治原则。 土耳其军队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凯末尔

确立的世俗制。⑦ 在土耳其军方看来，拥有尖端军事科技和同样亲西方和坚持世俗

化的以色列，是土耳其加强国防力量、抑制国内政治伊斯兰、维护世俗制的天然盟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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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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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孔刚：《勉为其难的盟友———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评述》，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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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ｈａｎ Ｂａｃｉｋ， “Ｔｕｒｋｉｓｈ⁃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ａｖｏｓ：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３４－３５．
Ａｎａｔ Ｌａｐｉｄｏｔ⁃ Ｆｉｒｉｌｌａ，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０．
“ Ｉｓｒａｅｌ， ＵＳ ａｇｒｅ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ｏｖｔ ‘Ｈａｔ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０．
Ｙüｃｅｌ Ｂｏｚｄａｇ̌ｌı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Ｓｅｖｋｅｔ Ｏｖａｌｉ，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４３，
２０１２，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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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因此，土耳其军方积极发展与以色列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在 １９９６ 年土以缔结军

事联盟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① 埃尔多安上台后，尤其是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执政基础稳

固的正发党采取了一系列制约军队权力的动作，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 主

张与以色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军方逐渐失去了对土耳其政治的控制，无力影响政府对

外政策。

此外，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土耳其国内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对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日益上升。

土耳其国内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以色列攻击巴勒

斯坦的报道被反复渲染，但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的事例则鲜有报道。② 土耳其

民众同情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反以和反犹情绪日益增加，土耳其国内两部反

以色列电视剧的流行就反映了这种舆论倾向。 公众情绪对土耳其各党派产生了重

要影响，即使是最为反对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共和人民党也不能不顾及社会舆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共和人民党出身的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将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的行为

称为“种族灭绝”，③尽管他很快为此向以色列道歉，但仍助推了土耳其国内反犹主义

的兴起。 ２０１０ 年“袭船“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国内的反以、反犹情绪达到高潮，甚至一

度超过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各大城市爆发反以游行示威，焚烧以色列国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称，“近些年来土耳其的‘反犹主义’一直在上升”④。

正发党执政以来，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发挥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政党破碎化现象突出，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在对土

耳其的政策上，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视与土耳

其的关系，但不满土耳其对以色列中东政策的指责和批评；国防部长巴拉克将土耳

其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竭力避免与土耳其敌对；外交部长利伯曼则对正发党

政府缺乏信任，主张强硬应对土耳其，⑤政府内部的分歧使得以色列往往对土耳其发

出不同的信号。 ２００８ 年大选期间，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需要，决定不与叙利亚谈

判，⑥使当时正在调解叙以关系的土耳其非常不满。 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对土耳其

的负面印象也在上升。 达沃斯事件之后，以色列几家报纸号召以民众抵制土耳其商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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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 “Ａｌｔｅｒｃ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ｐ． ４４．

Ｉｂｉｄ， ｐ． ４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 ＢＩｓｈｋｕ， “Ｈｏｗ Ｈａ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ｉｅｗｅ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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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以色列电视台第十频道贬损伊斯兰教先知的节目也激怒了土耳其民众。 埃尔

多安通过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来迎合国内选民的倾向非常明显，这种态度加剧了土

耳其社会的反以情绪，也刺激了以色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 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外交理念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为其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动

力。 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任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的影响。 埃尔

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外交不乏明显的宗教动机，也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 当土耳其

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受阻时，正发党政府便开启了面向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大

门。① 达武特奥卢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后提出“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在坚持加入

欧盟的同时实行“东进”政策，一改以前的亲以政策，逐渐向伊斯兰世界靠拢，并与伊

朗改善关系，试图以一种更为平衡的角色介入中东事务；土耳其从注重安全转向注

重经济和发展，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

先后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以色列看来则是土

耳其在土以关系中制造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以色列要容忍伊朗核问题、与叙利亚阿

萨德政府合作以及承认哈马斯激进势力。② 一直以来，土耳其认为“通往华盛顿的道

路要经过耶路撒冷”，③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是土耳其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必要前提。
正发党上台以来，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虽然埃尔多安一再强调要恪守

北约成员国义务，但在外交上对美国的独立性非常明显，西方一些观察家认为土耳

其正在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可以说，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转向中东地区和伊斯

兰世界的外交理念直接影响着土以关系的走向。

四、 土以关系的前景

２０ 世纪末形成的土以军事联盟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特定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 １９９３ 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后，中东和平进程取得明显进展，长期困扰

土以关系的外部障碍消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

对土以两国构成安全威胁，“两国被流氓国家、敌对国家包围的共同认知导致土以两

国将彼此视为盟友”④。 但是，土以军事协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虽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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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目标是为了对付叙利亚和伊朗，但没有具体的针对别国的条款，也没有规定关

于共同防务上彼此应承担的义务。 土以双方都担心卷入与己无关的军事冲突中。①

正发党执政的前两个任期内（２０１１ 年之前），土耳其与地区敌对国家的关系得到不同

程度的改善，但土以在对中东局势的看法和在两国在中东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大，导

致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遭到削弱。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软硬实力

显著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稳步上升，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引起了不少阿拉

伯国家的关注。 土以之间的军事联盟从开始就遭到阿拉伯国家普遍的怀疑和反对，

而正发党将奥斯曼遗产和伊斯兰教纽带视为土耳其外交的重要资源，不再将阿拉伯

国家视为潜在的敌人，相反将其视为土耳其崛起的战略依托，在阿以之间更倾向于

阿拉伯国家。 这是正发党执政以来土以关系趋于恶化的深层原因。

相似的地缘环境、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相互需求使得土以关系在 ２０１０ 年“袭船”

事件后并没有彻底破裂而走向全面对抗。 虽然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严重，但

土以双边关系本身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彼此之间并未

对对方构成战略威胁。② 土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具有互补性，这使得近些年来两国

经贸合作增长迅速。 尽管受到“袭船”事件影响，两国贸易额仍然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４．４９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４．４ 亿美元。③ 土以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也

存在共同利益。 例如，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叙利亚危机扩散，表面上土耳其理解伊朗

在核问题上的主张，但两国都担心伊朗真正拥有核武器。 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很多问

题上仍然需要相互支持。 以色列需要保持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以打破自身在中东

的孤立状态；土耳其要想通过介入阿以冲突提升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离

不开以色列的理解和配合。 美欧等西方国家动辄以人权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为由，拒

绝向土耳其提供军事装备，使得土耳其的尖端军事装备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

色列。 土耳其还需要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利用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来

协调土美关系。 土以关系恶化后，土耳其驻美国的一名外交官说：“我们过去常常被

美国的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游说集团攻击，犹太人游说集团则保护我们，但是现在犹

太人游说集团也加入了攻击我们的行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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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 Ｎｏ． ２， ２００１， ｐ． ４８．

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 “Ａｌｔｅｒｃ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ｐ． ４７．

“Ｔｕｒｋｅｙ⁃Ｉｓｒａｅｌ Ｒ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ｉｓｅｓ ｂｙ １３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ＡＫ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９，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Ｆｒｅｉｌｉｃｈ，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ｔａｒ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ＫＰ，”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ｐ． ４１．

Ｊｉｍ Ｚａｎｏｔｔｉ，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ｐ． ３３．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在中东改变了原来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转向

冒进的介入政策，尤其体现在叙利亚危机上，土耳其以推翻阿萨德政权为目标，与叙

利亚关系破裂；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土政府同意在部署北约新型导弹检测系统后，土耳其与

伊朗的关系开始降温；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２０１３
年，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后，支持穆兄会的埃尔多安政府与埃及塞西政府的

关系急剧恶化。 此外，阿拉伯国家对于土耳其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土耳

其重返中东常常被视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抬头。 事实证明，土耳其疏远以色列、向
阿拉伯国家靠拢的政策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前，土以两国都感受到来自伊朗、叙利亚和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

恐怖主义势力的共同威胁，再次面临着与 ２０ 世纪末类似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近一

年来土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动因。 事实上，以色列并不信任正发党政府，认定

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受到宗教动机的驱动，一度将改善土以关系的希望寄托于土耳其

国内其他党派。 然而，当前土耳其国内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伊斯兰复兴渗透

至社会、经济和教育等各个领域。 土耳其国内主要党派、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大多

对以色列充满敌意和反感，在这种政治气候中，不管哪个党派上台都不可能在推动

土以关系方面迈出太大的步子。 此外，阿以和平进程前景依然黯淡，仍会成为未来

影响土以关系的重要因素。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东乱局分散了国际社会

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力，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部纷争也使得以色列的

地区安全威胁暂时得以缓解，以色列对于加强土以关系的愿望已经不如之前那般

迫切。
土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将加强在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的合作，并有可

能在联合反恐和共享情报方面开展合作。 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土以关系很难再回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蜜月时期”，恢复以往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也较低。 在地区格局

深入调整和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当下，土以两国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关系模

式，以应对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地缘政治变化。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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